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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知识创造的复杂程度增加，国际科研合作成为产生高质量论文、解决复杂科学问题和提升科研绩效的重要手段，但少有研究从科研合作网络特征角度探讨个人科研流动对科研绩效的影响。因此，基于清华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建立的AMiner所发布的《全球最具影响力人工智能学者（AI 2 000）》，以人工智能领域下语音识别和人机交互两子领域172位学者为研究对象，探讨学者的科研流动对学者学术影响力的影响，并以科研合作网络的网络规模和网络密度为合作度量，通过中介模型和Sobel检验分析学者科研合作在科研流动对学术影响力关系中的中介效应。结果表明：人工智能领域权威学者在教育阶段流动较少，不少学者从本科到博士均在同一机构完成；学者的科研流动会给学者个体合作网络的网络特征带来差异；学者的科研流动经历也会对学者的学术影响力产生影响；学者科研合作网络的网络规模和密度在学者流动对学术绩效的关系中起到一定中介效应。在此基础上，针对来自学术发达国家和来自学术发展相对落后国家的学者分别提出相应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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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complexity of knowledge creation increases,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research cooperation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means of producing high-quality papers, solving complex scientific problems, and enhancing research performance. However, few studies have explored the impact of individual scientific mobility on research perform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cientific cooperation networks. Therefore, based on the "World's Most Influential AI Scholars (AI 2000)" released by AMiner, established by the 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t Tsinghua University, this study takes 172 scholars in the two sub-fields of speech recognition and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in the field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and explores the impact of scholars' scientific research mobility on their academic influence, using the network scale and network density of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cooperation network as the cooperation measurement. By the mediation model and the  Sobel test,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scholars' scientific research cooperation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cientific research mobility and academic influence is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in the field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leading scholars tend to exhibit low mobility during their educational stages, with many completing their undergraduate to doctoral studies at the same institution. Scholars' research mobility influences the network characteristics of their individual cooperation networks. The research mobility experience of scholars will also affect the academic influence of scholars. The network size and density of scholars' research cooperation networks play a certain mediating effect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cholars' mobility and academic performance. Furthermore, corresponding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for scholars from academically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those from relatively less developed academic reg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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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引言
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里，科学的繁荣得益于全球科研系统的开放与合作，随着知识创造的复杂程度增加，国际科研合作成为产生高质量论文和解决复杂科学问题的重要手段。Ktaz等[1]、Hayati等[2]发现，科研合作能有效提高科研绩效。因此，促进科研合作成为各国科研政策中的一项重要手段。一般地，科研流动（scientific mobility）能使来自不同地方科学家之间建立伙伴关系，通过加强作者的社会关系而产生学术合作[3]。根据Kato等[4]、Bernard等[5]、Franzoni等[9]【注意文献引用要按顺序引用，文献9不能在文献6~8之前引用，请注意调整修改】科研流动能转移带来合作关系、提升人力资本、实现知识交融，从而提升个体和机构的科研绩效。不少文献分别从国家层面、机构层面、学科层面探讨了科研流动、科研合作和科研绩效三者关系，并认为科研流动是提高研究效率和效力的关键。然而，少有学者从科研合作网络特征的角度研究个人科研流动对科研绩效的影响。根据Bernard等[5]研究，科研流动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科研流动可能改变了科研人员的合作网络特征，而科研人员的合作网络特征作为人力资本的重要测度指标，对科研绩效产生重要影响。
本文以近20年来发展迅速的人工智能（AI）领域的高影响力学者为研究对象，该领域具有知识更新周期短、文献丰富、人员流动性强等特点；语音识别作为人工智能应用的重要方向，发展相对成熟，已进入规模化落地期，且人机交互与语音识别的研究一脉相承。因此，基于清华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建立的AMiner所发布的2020年《全球最具影响力人工智能学者（AI 2 000）》（以下简称“AI 2 000 榜单”），旨在通过AMiner学术数据在全球范围内遴选2 000位人工智能学科最有影响力、最具活力的顶级学者。自2020年首届AI 2 000榜单发布以来，受到各界高度认可，已成为AI领域的重要风向标之一。因此，选取了AI 2 000榜单中语音识别领域和人机交互领域各排名前100位的学者作为研究对象，利用计量模型，探究人工智能领域高影响力学者的科研流动模式，从个体合作网络的角度剖析人工智能领域科研流动、科研合作与科研绩效三者关系，进一步验证科研合作在科研流动和科研绩效关系中的中介作用。
1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1.1 科研流动与科研绩效
科研流动使得科学家获得丰富的学术资源和网络、与杰出同行合作的机会、先进的研究设施和充足的研究资助等，这些都有利于科学家提升学术生产力。Berschi等[6]、Fink等[7]、Franzoni等[6-9]【与文后著录不一致，请核实】认为，科研流动在科学和创新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关于科研人员流动与科研绩效的研究中，对于“流动”有不同的定义，包括国家间流动、区域间流动以及机构间流动等。在关注跨国流动的研究中，Aksnes等[10]以10 000多名挪威科研人员为样本，对跨国科研流动与科研绩效之间的关系展开分析发现，曾经在国外待过半年以上的科研人员拥有较高的论文发表数量和更高的被引率。然而，也有研究指出了流动的负面效应（可见于Melin[11]的研究），尤其是研究人员返回原籍国后重新融入大学系统的困难（可见于Morano-Foadi[12]的研究）。除此之外，机构间的流动也影响学者的科研绩效。在权威机构的研究人员更有可能获得有声望的奖项，而研究人员也更愿意加入权威机构，从而巩固了权威机构在学术网络的地位，科学中的马太效应，也即权威机构在学术网络中的领先地位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加剧[13]。Fernández-Zubieta等[14]、Stephan等[15]研究发现，学者向权威机构流动可以提高科研生产力和影响力，而从权威机构向边缘机构的流动则会降低学者的科研生产力和科研绩效。还有学者研究了青年人才引进计划对学者影响力的研究发现，引入后科研成果产出提升主要是由于更多的资助和团队作战[15]【核实文献引用是否对应后尾的文献著录序号，下同】。总体上，科研流动能带来人力资本的转移，对流入国的科研合作和科研绩效产生积极影响[16]；科研流动能成为连接不同国家的纽带，是影响科研合作的重要因素，对国家影响力和科研能力提升具有积极作用[17]；此外，科研流动还会影响科研人员的合作模式，从而影响个体的科研产出[18]。基于此，提出假设1：学者的科研流动经历对学者的科研绩效具有积极影响。
1.2科研合作的中介效应
科研流动可以将来自不同地方的科学家同他们已有的合作伙伴联系起来，或者通过加强作者的社会关系而产生学术合作[19]。Chinchilla-Rodríguez等[20]以13 699 176篇论文为样本，对不同国家间科研流动和国际合作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进行了比较分析发现，参与科研合作的国家数量与科研人员流动有很大关系，预计流动国家的增加（或减少）将与国际合作的论文数量成正比；此外，相比于经济落后的国家，经济实力更强国家的科研流动和科研合作情况更相似，各国在科研流动和科研合作中的地位更加趋同。Wang等[21]【与后文著录不一致，请核实】的研究以新加坡流动性很强的学者为样本，利用文献计量的方法追踪了国际流动后国内和国际合作的演变发现，学者移居国外后，将使得其国内合作迅速增加、国际合作减少。而与非流动同行相比，海归科学家更有可能拥有国际合著的出版物，该结论在众多国家的研究中均有所体现（如可见于Ynalvez等[23]、Jöns等[24]研究）。对于科学流动是否会给科学家的合作网络带来更多新鲜血液的问题也存在相当多讨论。有研究认为，科学家在新的机构中任职时间越久，在当前机构的合作关系越多[24]；还有研究表明，新机构的合作仅在小范围内改变科学家原有的合作关系。Bernard等[25]【与后文著录不一致，请核实】基于80名法国化学家的职业生涯数据研究发现，其论文中的新合作者以及实验室同事的数量与其在地理上的流动无关。
另外，有关研究发现流动会影响学者的合作模式。拥有流动经历的学者的合作机构网络和合作学者网络将更加复杂，且其合作网络规模在一定程度上大于没有流动经历的学者，这也给拥有流动经历的学者提供了更多学术成就的机会。其次，学者的科研合作与学术影响力的许多衡量标准正相关。根据Abramo等[26]、Larivière等[27]、Wang等[28]的研究，合作作者数量较多的论文将可能获得更多关注，从而有机会在更高质量的期刊上发表，伴随着更高的阅读量和被引用率；同时，Guerrero Bote等[29]研究表明某一研究参与的国家越多，其影响力越大，且国家本身的学科影响力将会对与之合作的其他国家产生积极影响。也有研究利用合作网络特征量化了科研合作对科研绩效的影响，例如Uddin等[30]研究发现合作网络的度中心性和中介中心性与论文平均被引用率存在正相关关系。
综上，流动经历丰富的学者拥有更复杂的合作网络，增加了与其他学者的接触机会，这使得某些学者成为整体合作网络中的枢纽节点，反过来给学者本身带来更多学术合作的机会，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学者的科研绩效，因此提出假设2：学者的科研合作在科研流动与科研绩效关系中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
2 研究设计
2.1 数据来源
以AMiner的AI 2 000 榜单为依据，收集了在语音识别领域和人机交互领域分别排名前100位的权威学者，通过公开渠道成功收集了其中172位学者的详尽履历资料。本研究对科研流动的定义如下：若学者的隶属机构由机构A变成机构B，则该学者发生了一次科研流动；如果学者在某机构任职期间存在访问其他机构的情况，该访问经历不被记录为科研流动；如果学者在某机构任职期间存在同时兼任其他机构的情况，则以任职时间最长机构作为其所在机构，该时间段内不被记录为科研流动。根据上述定义，最终获得的学者科研流动信息包括在校期间以及工作期间是否发生流动、从博士开始的发生科研流动次数等；同时，从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数据库中获取了172位学者发表的21 545篇论文基本信息，包括论文的合著者及其隶属机构等。
2.2 科研合作网络及特征值
以合作网络特征作为学者的合作度量，并在模型中加入合作网络特征指标；同时，根据学者论文数据，从每篇文章中提取了合著者及其隶属机构信息用于构建学者个人合作网络和机构合作网络。在合作学者网络中，以学者作为节点，若学者A与学者B【A、B在上文已经代表了机构，不能再用来代表学者，请修改】之间有过合著关系，则在网络中将学者A与学者B用一条无向边进行连接。在合作机构网络中，以学者所在机构作为节点，若学者A与学者B之间有过合著关系，相当于学者A所在的机构与学者B所在机构存在合作关系，因此在网络中将两个机构用一条无向边进行连接。
网络特征值的计算：聚类系数刻画了一个节点的邻居节点之间彼此连接的稠密程度，对于一个节点度为的节点，其局部聚类系数定义如式（1）所示。
                     （1）
式（1）中：表示节点的个邻居之间的连接数。
整个网络的聚类程度可以通过其所有节点的平均聚类系数来刻画，其表达形式如下所示。
                （2）
将网络边的数量记为，表示节点间交互关系的总数。在合作网络中，边的数量就是产生科研合作的次数。节点数量表示系统中组成部分的个数，通常用节点数量表征为网络规模大小。在合作网络中，节点就是网络中出现的机构或学者。度是节点的一个关键属性，表示该节点和其他节点之间的连接个数，即与当前节点存在直接连接的其他节点的数量。在有向网络中，度分为入度和出度，其中入度表示从其他节点流向当前节点的边的数量；出度表示从当前节点流向其他节点的边的数量。的平均度被定义为
               （3）
网络密度可用于刻画网络中节点间相互连边的密集程度。在线社交网络中常用来测量社交关系的密集程度以及演化趋势。一个具有个个节点和条实际连边的网络，其网络密度为
                   （4）
在网络中，路径是指一个节点序列，序列中每个节点有连接指向其后面紧邻的节点。每个路径包括个节点和个连接。路径的长度就是其包含的连接数。两节点之间的最短路径是指包含连接数最少的路径。同一对节点之间可能有多条长度相同的最短路径，这些最短路径的长度即为节点对的最短距离。对网络中所有节点对的最短路径长度求平均就是平均最短距离；而网络中所有最短路径的最大长度就是网络直径。
2.3 变量测度
（1）因变量：学者的科研绩效，包括学术研究能力、科研活跃度和成果影响力3个维度。主要是基于AMiner学者主页给出的发文数量（papers）、被引频次（citation）、h指数（h-index）、G指数（G-index）、社交性（sociability）等信息，利用二阶因子模型，提取了科研成果、成果影响力及科研活跃度3个指标，通过计算这些指标的路径系数，并结合它们在模型中的载荷系数，加权求和了这3个指标来获得学者科研绩效指标。各领域下的二阶因子模型参数估计结果如表1所示。将这4个指标依次作为被解释变量构建模型。其中，学术研究能力用发文数量来表示；被引频次、h指数和G指数反映的是成果影响力；社交性则用来表示科研活跃度。
【表1中：1.科研成果（发文数量）、科研活跃度（社交性）是路径？如何理解？2. 被引频次、h指数和G指数反映的不是成果影响力吗？有何路径可言？】
表1学术影响力综合评价模型的参数估计结果
	路径
	路径系数
	路径
	载荷系数

	科研绩效→科研成果
	0.89
	科研成果（发文数量）
	1.00

	科研绩效→成果影响力
	0.80
	成果影响力→被引频次
	0.89

	
	
	成果影响力→h指数
	0.96

	
	
	成果影响力→G指数
	0.99

	科研绩效→科研活跃度
	0.76
	科研活跃度（社交性）
	1.00



（2）自变量：科研流动，主要是指学者在从事科研活动（包括高等教育阶段和科研工作阶段的活动）期间从一个机构到另一个机构的流动性度量，相关数据是对公开的履历信息进行编辑后获得，包括学者流动次数以及学者流动阶段指标，其中学者流动阶段指标有2个，即高等教育阶段是否存在流动、工作阶段是否存在流动。
（3）中介变量：科研合作，用学者合作网络特征表征，包括学者合作网络的网络密度、边的数量、节点的数量、平均度4个指标，并利用主成分分析法提炼主成分，其中边的数量、节点的数量、平均度可以合成一个主成分（如表2所示），即网络规模。最终用于测度中介变量科研合作网络的指标包括合作学者网络的网络密度和网络规模。

表2主成分提取时的旋转因子矩阵
	指标
	变量
	合作学者网络

	网络规模
	边的数量
	0.978

	
	节点的数量
	0.848

	
	平均度
	0.757


（4）控制变量：为排除学者的性别和职称对绩效的影响，将性别和职称作为控制变量。
[bookmark: _Hlk157413300]2.4 回归模型介绍
[bookmark: _Hlk157387845]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回归模型，并进行了中介效应检验，模型如式（5）～（7）所示。
          （5）
        （6）
        （7）
式（5）～（7）中：科研流动作为自变量；科研绩效作为因变量；科研合作网络作为中介变量；表示控制变量；分别是回归残差；系数表示科研流动对科研绩效的效应，即总效应；系数表示科研流动对科研合作网络的效应；系数表示在控制了科研流动的影响后，科研合作网络对科研绩效的效应，系数表示在控制了科研合作网络的影响后，科研流动对科研绩效的效应，即直接效应。
另外，中介效应表示为系数的乘积。中介效应路径如图1所示。

 [image: ]
图 1 中介效应路径

3回归结果分析
3.1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3所示。其中，流动次数为离散型变量，学者流动次数在0次到10次之间不等；高等教育阶段流动和工作阶段流动为分类变量，分别有69.8%和75.6%的学者存在这两阶段的流动情况；科研成果、成果影响力、科研活跃度和科研绩效都是连续性变量，这些变量都经过了中心化处理。
表3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
	变量
	样本量/个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流动次数X1
	172
	3.029
	1.772
	0
	10.000

	高等教育阶段流动X2
	172
	0.698
	0.461
	0
	1.000

	工作阶段流动X3
	172
	0.756
	0.431
	0
	1.000

	性别X4
	172
	0.826
	0.381
	0
	1.000

	职称X5
	172
	3.262
	1.753
	1.000
	5.000

	科研成果Y1
	172
	0
	1.000
	−1.086
	3.897

	成果影响力Y2
	172
	0
	2.663
	−3.252
	19.078

	科研活跃度Y3
	172
	0
	1.000
	−3.092
	4.569

	科研绩效Y4
	172
	0
	3.274
	−5.919
	19.820

	科研学者合作网络规模M1
	172
	0
	1.000
	−1.221
	4.899

	科研学者合作网络密度M2
	172
	0.102
	0.091
	0.016
	0.644


对变量进行了Pearson相关性分析，结果见表4。可以发现，解释变量之间、解释变量与中介变量之间具有明显的相关性，但相关系数均小于0.7[30]【核实文献引用序号是否有误】，可以构建回归模型。
表4相关性分析结果
	变量
	X1
	X2
	X3
	Y1
	Y2
	Y3
	Y4
	M1
	M2

	[bookmark: _Hlk157414494]X1
	1.000
	0.161
	0.576
	0.028
	0.091
	0.108
	0.092
	−0.188
	−0.078

	X2
	
	1.000
	−0.079
	−0.216
	−0.092
	−0.195
	−0.164
	−0.113
	0.106

	X3
	
	
	1.000
	0.141
	0.128
	0.144
	0.155
	−0.069
	−0.152

	Y1
	
	
	
	1.000
	0.588
	0.741
	0.826
	0.425
	−0.426

	Y2
	
	
	
	
	1.000
	0.489
	0.924
	0.269
	−0.333

	Y3
	
	
	
	
	
	1.000
	0.751
	0.393
	−0.470

	Y4
	
	
	
	
	
	
	1.000
	0.382
	−0.441

	M1
	
	
	
	
	
	
	
	1.000
	−0.261

	M2
	
	
	
	
	
	
	
	
	1.000


	注：上述相关系数均通过显著性检验，P值小于0.01。
3.2直接效应检验
如表5所示，流动次数对科研成果无显著效应，高等教育阶段流动起到显著的负向效应，工作阶段流动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学者网络规模起到显著的正向效应，学者网络密度具有显著负向效应。

表5科研成果回归结果
	变量
	Y1

	
	基准回归模型
	加入M1
	加入M2

	X1
	−0.063
	−0.017
	−0.055

	X2
	−0.383**
	−0.332**
	−0.334**

	X3
	0.406**
	0.359**
	0.299

	M1
	
	0.377***
	

	M2
	
	
	−3.117***

	X4
	0.365**
	0.179
	0.299*

	X5
	0.251***
	0.228***
	0.201***

	常数
	−0.968***
	−0.878***
	−0.411

	R2
	0.258
	0.388
	0.329

	adj.R2
	0.236
	0.366
	0.305

	F值
	11.565
	17.462
	13.481


注：*、**、***分别代表P<0.1、P<0.05、P<0.01。下同。
如表6所示，流动次数、高等教育阶段流动工作阶段流动对成果影响力均无显著效应，学者网络规模对成果影响力呈现出正向且显著的效应，而学者网络密度则呈现出负向且显著的效应。

表6成果影响力回归结果
	变量
	Y2

	
	基准回归模型
	加入M1
	加入M2

	X1
	0.008
	0.097
	0.029

	X2
	−0.479
	−0.381
	−0.352

	X3
	0.666
	0.576
	0.392

	M1
	
	0.728***
	

	M2
	
	
	−7.986***

	X4
	0.223
	−0.135
	0.056

	X5
	0.335***
	0.290**
	0.206*

	常数
	−1.470*
	−1.298*
	−0.045

	R2
	0.072
	0.140
	0.137

	adj.R2
	0.044
	0.109
	0.106

	F值
	2.560
	4.475
	4.363

	


如表7所示，流动次数对科研活跃度没有显著效应，高等教育阶段流动显示出负向且显著的效应，而工作阶段流动则显示出正向但不显著的影响；学者网络规模呈现出正向且显著的效应，而学者网络密度则呈现出负向且显著的效应。
表7科研活跃度回归结果
	变量
	Y3

	
	基准回归模型
	加入M1
	加入M2

	X1
	0.016
	0.062
	0.027

	X2
	−0.405**
	−0.354**
	−0.340**

	X3
	0.231
	0.184
	0.090

	M1
	
	0.378***
	

	M2
	
	
	−4.081***

	X4
	0.273
	0.087
	0.187

	X5
	0.193***
	0.170***
	0.127***

	常数
	−0.796***
	−0.706***
	−0.067

	R2
	0.177
	0.308
	0.298

	Adj.R2
	0.152
	0.283
	0.272

	F值
	7.139
	12.222
	11.674

	


如表8所示，流动次数对科研绩效没有显著效应；高等教育阶段流动对科研绩效显示出负向且显著的效应，而工作阶段流动则显示出正向但不显著的影响；学者网络规模呈现出正向且显著的效应，而学者网络密度则呈现出负向且显著的效应。
表8科研绩效回归结果
	变量
	Y4

	
	基准回归模型
	加入M1
	加入M2

	X1
	−0.038
	0.109
	−0.006

	X2
	−1.031*
	−0.870*
	−0.837*

	X3
	1.070
	0.921
	0.648

	M1
	
	1.206***
	

	M2
	
	
	−12.265***

	X4
	0.711
	0.117
	0.453

	X5
	0.638***
	0.564***
	0.440***

	常数
	−2.642***
	−2.357***
	−0.453

	R2
	0.164
	0.288
	0.266

	Adj.R2
	0.139
	0.262
	0.239

	F值
	6.499
	11.104
	9.949

	


在上述4组模型中，流动次数对因变量均没有显著效应，这说明流动次数对于学者的科研绩效无明显的关系；高等教育阶段流动对因变量分别呈现无效应或负效应，因为教育阶段的流动打断了学者学术积累和专业知识的深入学习，负向影响了科研绩效；工作阶段流动对因变量分别呈现无效应或正效应，因为工作阶段的流动带来了新的研究视角和合作机会，促进了科研绩效；学者合作网络的网络规模对因变量均呈现正效应，因为较大的学者网络规模提供了更多的合作机会和知识交流，有助于提升科研成果的创新性和影响力，进而正向影响科研绩效；学者合作网络的网络密度对因变量均呈现负效应，因为高网络密度可能导致学者之间的合作过于集中且固定，限制了新合作者的加入和新思想的提出，进而负向影响可研绩效。
3.3 中介效应检验
[bookmark: _Hlk157842450]最后，借鉴温忠麟等[31]研究，利用Sobel方法对科研合作情况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结果如表9所示。可见，学者流动次数对科研成果、成果影响力、科研活跃度和科研绩效4个因变量无显著的总效应，也无显著的直接效应，但经由学者科研合作网络规模的中介效应显著为负，即学者流动次数到科研成果、成果影响力、科研活跃度和科研绩效的路径都只有中介效应，即学者科研合作网络规模在学者流动次数和科研绩效之间起到完全中介效应；而学者科研合作网络密度在学者流动次数和科研绩效之间的中介效应不显著。
学者工作阶段流动对科研成果、成果影响力、科研活跃度和科研绩效的直接效应不显著，但对于科研成果、科研活跃度和科研绩效3个因变量有显著的总效应，对于成果影响力无显著总效应，因此，学者科研合作网络密度对科研成果、成果影响力、科研活跃度和科研绩效均有完全正向中介作用；但学者科研合作网络规模在学者工作阶段流动和科研绩效之间的中介效应不显著；此外，学者科研合作网络规模和网络密度在教育阶段流动和科研绩效中的中介效应均不显著。各项中介效应模型验证了学者科研合作在科研流动与科研绩效之间的中介效应，假设2得到支持。
表9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检验路径
	检验结果

	
	项目
	系数值
	标准误
	Z统计量
	P值

	学者流动次数
↓
学者合作网络规模
↓
科研成果
	系数
	−0.110
	0.042
	−2.590
	0.010

	
	系数
	0.396
	0.065
	6.059
	<0.001

	
	中介效应
	−0.044
	0.018
	−2.382
	0.017

	
	直接效应
	0.022
	0.037
	0.589
	0.556

	
	总效应
	−0.022
	0.040
	−0.554
	0.579

	学者流动次数
↓
学者合作网络规模
↓
学术影响力
	系数
	−0.110
	0.042
	−2.590
	0.010

	
	系数
	0.754
	0.201
	3.760
	<0.001

	
	中介效应
	−0.083
	0.039
	−2.133
	0.033

	
	直接效应
	0.165
	0.113
	1.469
	0.142

	
	总效应
	0.082
	0.115
	0.720
	0.472

	学者流动次数
↓
学者合作网络规模
↓
科研活跃度
	系数
	−0.110
	0.042
	−2.590
	0.010

	
	系数
	0.394
	0.069
	5.738
	<0.001

	
	中介效应
	−0.043
	0.018
	−2.361
	0.018

	
	直接效应
	0.075
	0.039
	1.939
	0.053

	
	总效应
	0.031
	0.041
	0.761
	0.447

	学者流动次数
↓
学者合作网络规模
↓
科研绩效
	系数
	−0.110
	0.042
	−2.590
	0.010

	
	系数
	1.256
	0.227
	5.522
	<0.001

	
	中介效应
	−0.138
	0.059
	−2.345
	0.019

	
	直接效应
	0.208
	0.128
	1.633
	0.102

	
	总效应
	0.070
	0.136
	0.518
	0.605

	工作阶段流动
↓
学者合作网络密度
↓
科研成果
	系数
	−0.030
	0.015
	−1.925
	0.054

	
	系数
	−3.348
	0.759
	−4.413
	<0.001

	
	中介效应
	0.099
	0.056
	1.764
	0.078

	
	直接效应
	0.193
	0.153
	1.260
	0.207

	
	总效应
	0.292
	0.159
	1.832
	0.067

	工作阶段流动
↓
学者合作网络密度
↓
学术影响力
	系数
	−0.030
	0.015
	−1.925
	0.054

	
	系数
	−8.134
	2.238
	−3.635
	<0.001

	
	中介效应
	0.241
	0.142
	1.701
	0.089

	
	直接效应
	0.487
	0.451
	1.079
	0.280

	
	总效应
	0.728
	0.462
	1.575
	0.115

	工作阶段流动
↓
学者合作网络密度
↓
科研活跃度
	系数
	−0.030
	0.015
	−1.925
	0.054

	
	系数
	−4.226
	0.768
	−5.500
	<0.001

	
	中介效应
	0.125
	0.069
	1.817
	0.069

	
	直接效应
	0.178
	0.155
	1.150
	0.250

	
	总效应
	0.303
	0.166
	1.827
	0.068

	工作阶段流动
↓
学者合作网络密度
↓
科研绩效
	系数
	−0.030
	0.015
	−1.925
	0.054

	
	系数
	−2.699
	2.557
	−4.967
	<0.001

	
	中介效应
	0.376
	0.210
	1.795
	0.073

	
	直接效应
	0.697
	0.515
	1.351
	0.177

	
	总效应
	1.073
	0.545
	1.970
	0.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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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结论与讨论
4.1 研究结论与启示
首先，本研究并未得出科研流动对样本学者科研绩效显著、正向的总效应；同时，教育阶段流动对科研成果、科研活跃度和科研绩效有显著的负向效应，对成果影响力的总效应不显著，总流动次数和工作阶段流动情况对科研成果、成果影响力、科研活跃度和科研绩效4个因变量的结果均不显著。但根据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总流动次数通过学者合作网络规模对科研成果、成果影响力、科研活跃度和科研绩效产生负向作用，而工作阶段流动通过学者合作网络密度对科研成果、成果影响力、科研活跃度和科研绩效产生正向效应。
对于结果的解释，结合样本特征也可以发现，人工智能领域权威学者在教育阶段流动较少，不少学者从本科到博士均在同一机构完成。在学生与学校的双向选择中，马太效应也逐渐明显：优秀的学生更容易进入世界名校，在深造时也通常选择更好的学校，因此本科就处于世界名校的学生更愿意留在本校深造；同时，世界名校的学术平台也给科研活动的进行带来了便利。但这大概率导致了人工智能领域权威学者教育经历单一的现象。然而工作阶段的流动会对学术影响力产生正向效应，这也与之前的研究一致。对于学者本身，教育阶段所在机构的劣势或可通过增加学术流动来弥补，在学术流动中增加与其他机构学者的合作，取长补短，提高学术影响力，这呼应了Franzoni等[8]、Hoffman[32]、van Heeringen等[33]的研究。这或许也给了人工智能领域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一些启示：在硕博阶段留住本国学生，或者通过国际人才政策手段吸引国外优秀学者来本国进行学术访问、增加国家间的短期学术交流或有希望增加该国在该领域的学术影响力。这与Ackers[34]、Cañibano等[35]的研究结论一致。
其次，学者科研网络规模和密度在科研流动和科研绩效中存在一定的中介效应。在所有模型中，学者工作阶段流动对科研成果、成果影响力、科研活跃度和科研绩效4个因变量都有显著的正向效应，而学者工作阶段流动对学者合作网络密度有显著负向影响，学者合作网络密度又与科研绩效等有显著负向影响，这表征了学者合作网络密度的正向中介效应。有研究指出频繁的科研流动不利于学者的科研绩效，学者的科研流动会在短期内降低其科研产出[36]，但却有助于学者未来职业的长期发展。可以认为，随着学者发生科研流动，新的合作产生，合作网络中新节点数量增加。如果这部分新增加的节点仅与中心节点存在连接，那么在一定程度上将会稀释学者现有的合作网络密度；同时当学者隶属机构发生快速变动时，网络中新增加的节点大概率会变成边缘节点，从而使得合作网络更加稀疏。然而正是由于大量开展与新同事的合作，提高了学者的科研绩效[37]。因此，针对学术发达国家的学者，保持其教育阶段隶属机构一致性或对学者的学术成就更有帮助。针对来自学术发展相对落后国家，并寻求国际合作机会而导致教育阶段频繁流动的学者，进入新机构后应大量开展与新同事的科研合作，寻求新的合作机会以改变现有科研合作模式，扩大合作网络规模，通过增加科研合作以提高学术影响力。
4.2局限性与未来研究展望
本研究仅选取了语音识别和人机交互两个领域各自排名前100名的学者，且不同领域学者的学术行为存在特异性，学科发展特征也不同；除此之外，权威学者的学术经历与普通学者相比可能存在较大差异，但本研究仅对权威学者的科研流动、科研合作网络和科研绩效的关系进行了验证。另外，本研究的合作网络是基于学者著作数据获得的个体合作网络，未来研究可以基于某个领域的整体合作网络特征，例如结构洞等中心性度量，开展科研流动和学术影响力的关系研究，以丰富相关研究。
参考文献：
[1]	KATZ J S, HICKS D. How much is a collaboration worth? A calibrated bibliometric model[J]. Scientometrics, 1997, 40(3): 541-554.
[2]	HAYATI Z, DIDEGAH F.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collaboration among Iranian researchers during 1998-2007[J]. Library Hi Tech, 2010, 28(3): 433-446.
[3]	AGRAWAL A, COCKBURN I, MCHALE J. Gone but not forgotten: knowledge flows, labor mobility, and enduring social relationships[J].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2006, 6(5): 571-591.
[4]	KATO M, ANDO A. National ties of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collaboration and researcher mobility found in Nature and Science[J]. Scientometrics, 2017, 110(2): 673-694.
[5]	BERNARD M, BERNELA B, FERRU M. Does the geographical mobility of scientists shape their collaboration network? A panel approach of chemists’ careers[J]. Papers in Regional Science, 2021, 100(1): 79-100.
[6]	BRESCHI S, LISSONI F, MIGUELEZ E. Foreign-origin inventors in the USA: testing for diaspora and brain gain effects[J].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2017, 17(5): 1009-1038.
[7]	FINK C, MIGUELEZ E, RAFFO J. Determinants of the international mobility of knowledge workers[M]//FINK C, MIGUELEZ E. The international mobility of talent and innovation: new evidence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162-190.
[8]	FRANZONI C, SCELLATO G, STEPHAN P. The mover’s advantage: the superior performance of migrant scientists[J]. Economics Letters, 2014, 122(1): 89-93.
[9]	FRANZONI C, SCELLATO G, STEPHAN P. Context factors and the performance of mobile individuals in research teams[J].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2018, 55(1): 27-59.
[10]	AKSNES D W, RØRSTAD K, PIRO F N, et al. Are mobile researchers more productive and cited than non-mobile researchers? A large-scale study of Norwegian scientists[J]. Research Evaluation, 2013, 22(4): 215-223.
[11]	MELIN G. The dark side of mobility: negative experiences of doing a postdoc period abroad[J]. Research Evaluation, 2005, 14(3): 229-237.
[12]	MORANO-FOADI S. Scientific mobility, career progression, and excellence in the European research area[J].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2005, 43(5): 133-162.
[13]	JIANG F, LIU N C. New wine in old bottles? Examining institutional hierarchy in laureate mobility networks, 1900–2017[J]. Scientometrics, 2020, 125(2): 1291-1304.
[14]	FERNÁNDEZ-ZUBIETA A, GEUNA A, LAWSON C. Mobility and productivity of research scientists[M]//GEUNA A. Global mobility of research scientists: the economics of who goes where and why. San Diego: Academic Press, 2015: 105-131.
[15]	STEPHAN P, SCELLATO G, FRANZONI C.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for PhDs and postdoctoral scholars: what does (and does not) matter[J]. Innovation Policy and the Economy, 2015, 15(1): 73-113.
[16] 杨波,王天歌,李子璇. 中国科研人员国际流动影响因素研究 [J]. 情报工程, 2022, 8(4): 50-62.
[17]	BOZEMAN B, CORLEY E. Scientists’ collaboration strategies: implications for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human capital[J]. Research Policy, 2004, 33(4): 599-616.
[18]	WAGNER C S, JONKERS K. Open countries have strong science[J]. Nature, 2017, 550(7674): 32-33.
[19]	JONKERS K, CRUZ-CASTRO L. Research upon return: the effect of international mobility on scientific ties, production and impact[J]. Research Policy, 2013, 42(8): 1366-1377.
[20]	AUTANT-BERNARD C, MAIRESSE J, MASSARD N. Spatial knowledge diffusion through collaborative networks[J]. Papers in Regional Science, 2007, 86(3): 341-350.
[21]	CHINCHILLA-RODRÍGUEZ Z, MIAO L, MURRAY D, et al. A global comparison of scientific mobility and collaboration according to national scientific capacities[J]. Frontiers in Research Metrics and Analytics, 2018, 3: 17.1-17.14.
[22]	WANG J, HOOI R, LI A X, et al. Collaboration patterns of mobile academics: the impact of international mobility[J]. Science and Public Policy, 2019, 46(3): 450-462.
[23]	YNALVEZ M A, SHRUM W M. Professional networks, scientific collaboration, and publication productivity in resource-constrained research institutions in a developing country[J]. Research Policy, 2011, 40(2): 204-216.
[24]	JÖNS H. ‘Brain circulation’ and transnational knowledge networks: studying long-term effects of academic mobility to Germany, 1954–2000[J]. Global Networks, 2009, 9(3): 315-338.
[25]	ANDÚJAR I, CAÑIBANO C, FERNANDEZ-ZUBIETA A. International stays abroad, collaborations and the return of Spanish researchers[J].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2015, 20(3): 322-348.
[26]	ABRAMO G, D’ANGELO C A.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number of authors of a publication, its citations and the impact factor of the publishing journal: evidence from Italy[J]. Journal of Informetrics, 2015, 9(4): 746-761.
[27]	LARIVIÈRE V, HAUSTEIN S, MONGEON P. The oligopoly of academic publishers in the digital era[J]. PLoS ONE, 2015, 10(6): e0127502.1- e0127502.15.
[28]	WANG J, SHAPIRA P. Is there a relationship between research sponsorship and publication impact? An analysis of funding acknowledgments in nanotechnology papers[J]. PLoS ONE, 2015, 10(2): e0117727.1- e0117727.19.
[29]	GUERRERO BOTE V P, OLMEDA-GÓMEZ C, DE MOYA-ANEGÓN F. Quantifying the benefits of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collaboration[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3, 64(2): 392-404.
[30]	UDDIN S, HOSSAIN L, RASMUSSEN K. Network effects on scientific collaborations[J]. PLoS ONE, 2013, 8(2): e57546.1- e57546.12.
[31]	温忠麟,叶宝娟.中介效应分析:方法和模型发展[J].心理科学进展,2014,22(5):731-745.
[32]	HOFFMAN E P. Measurement of faculty productivity[J]. Atlantic Economic Journal, 1978, 6(2): 64-72.
[33]	VAN HEERINGEN A, DIJKWEL P.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age, mobility and scientific productivity. Part I: Effect of mobility on productivity[J]. Scientometrics, 1987, 11(5/6): 267-280.
[34]	ACKERS L. Internationalisation, mobility and metrics: a new form of indirect discrimination?[J]. Minerva, 2008, 46(4): 411-435.
[35]	CAÑIBANO C, FOX M F, OTAMENDI F J. Gender and patterns of temporary mobility among researchers[J]. Science and Public Policy, 2016, 43(3): 320-331.
[36]	黄海刚,连洁.职业流动提升了科学家的科研生产力吗?[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20,41(5):127-135.
[37]	陈秀娟,张志强.国际科研合作对科研绩效的影响研究综述[J].图书情报工作,2019,63(15):127-139.

作者简介：裴瑞敏（1983－），女，河南焦作人，研究员，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科技战略与科技政策、创新管理；李朗秋（2000－），通信作者，男，北京人，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创新管理；方舟（1997－），女，浙江金华人，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应用统计、统计数据分析；胡涛（1982－），男，【补充籍贯信息（具体到城市）】，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统计学。
（责任编辑：叶伊倩）
image1.png
FHHALZ)

RHIFAE 2

R

RHEL

RHIF&1E





